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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系统性检验了 2000—2018

年 29个欧洲典型国家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条件组合与生育率变化的关

系，试图为我国借鉴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提供新的研究思路。通过欧洲各国三类
生育支持政策 ( 育儿津贴、生育假期和儿童照料设施供给) 与三类社会情境的条
件 ( 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平等及家庭重视文化) 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得到五类影

响生育率的组态方案。通过将不同社会情境下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我国
国情的比较和讨论，本研究提出，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

对于性别较为平等的经济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儿童照料设施和有针对性的育儿津贴
可以稳定生育率; 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的西部欠发达地区，育儿津贴更能提高生育
率; 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的生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

料设施双管齐下会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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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fsQCA of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the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ditional combination of social context and current fertility policies

and fertility changes in 29 typical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2000 to 2018，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new research ideas for China to learn from European countries’fertility support

polices． Five configuration schemes affecting fertility were obtained by testing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ree types of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 i. e．，child-care

allowance，parental leave and provision of child-care facilities) and three types of social

contextual conditions ( i. e．，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gender equality，and family

valuing culture) ． By comparing and discuss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family policies

between with China’s social context，this study proposes regional differences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in the introduction of fertility support policies in China． In the developed

cities with gender equality，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ld-care facilities and targeted

child-care allowance can stabilize fertility rate． For the less developed areas with gender

inequality，child allowance are more likely to increase fertility rate; the more generous

parental leave and child care facilities can help to raise fertility level in the developed

areas where the gender gap is larger and offspring is valued．

Keywords: social context; family policies;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

fsQCA; fertility level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 2013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连续调整完善，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更大的自由度，但政

策调整后生育率不尽如人意，引起学界广泛争议［1－4］。近年来相关调查研究均显示，生育政

策对家庭实现生育意愿的影响趋弱，而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力增强［5－7］。我国已处于低生育

率陷阱的高风险期［8］，仅靠全面两孩政策显然不足以支持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

亟待制定出台整体系统的配套支持性制度安排［9－10］。党中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

明确提出要“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进

一步提出“优化生育政策”的战略部署。

实际上，低生育率已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人口问题。21 世纪以来，大多数发

达国家出台支持生育政策以应对低生育率［11］。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先行国家生育支持

政策是我国采取积极支持性政策安排的重要参考路径。因此，近年来不断有国内学者通

过研究国际实践为我国相关政策构建提供借鉴。但是，任何公共政策都意味着政府投入

高额成本，学习发达国家相关政策经验，切忌照搬照拿［12］。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性别

平等、文化传统等社会情境迥异，各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具体手段、侧重点和力度均存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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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这些因素会对生育水平产生综合影响［13－15］，在评估他国生育支持政策且借为己用
时，社会情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16］。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生育支持政
策制定的经验? 回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亟待厘清以下两层思路: 第一，发达国家的不同
社会情境是如何与生育支持政策构成整体性组合，对生育水平产生积极影响的? 第二，

基于中国国情和区域发展差异，我国政府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最大程度发挥政
策对生育率的促进效果?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可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通过选择个别发达国家作为典型案例，总
结对中国政策设计启示。有些选择意大利、日本等某个低生育率代表性国家梳理该国政
策体系［17－18］; 有些深挖澳大利亚生育津贴这一类政策的历史过程和效果，总结经验教训
得出启示［12］; 有些通过比较少数国家的人口形势，经济激励、托育服务、家庭工作平衡
等方面具体政策干预，以及生育率变动三方面的差异，寻找不同国家政策的共性和规律
进而分析对我国的启示意义［19－23］。这类研究在方法上均采用定性比较的方式，直接比较
国家间差异，无法严格论证社会背景、政策措施和生育水平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政策
效果及对我国启示作用容易受到质疑。另一类研究从不同政策模式尝试量化分析政策对
生育率的综合影响。如吴帆从欧洲 17 国的工作与家庭平衡、儿童发展、育儿家庭财政等
政策力度视角，构建家庭政策指数对生育率的综合评价，但单纯通过散点图来观察政策
和生育水平两者的关系，其因果关系的解释力不足［24］; 蒙克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单独考察
22 个经合组织国家的生育假期政策 ( 即带薪产假、带薪父母假和带薪父亲育儿假) ，发
现在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的国家，站在促进女性就业角度设计的生育假期政策比传统型
政策对生育水平提升更为有效［25］，但该研究只考虑了各国一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某一政
策手段的效果，其结论对我国的启示显得模糊。可见，已有研究大多数以定性比较居多，

仅有的少数定量研究以传统统计方法为主，缺乏经济、文化、性别等社会条件与不同政
策手段的综合考量，已有研究均没有回答不同的社会情境和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构成的
整体性组合与生育水平变动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对我国根据本国国情构建生育支持政
策的启示意义有限。

欧洲是现代家庭福利政策起源地，也是世界低生育率最早开始和蔓延的地区［26－27］。20

世纪 90年代后期，欧洲整体降到 1. 42的很低生育水平①后，支持或鼓励生育成为欧洲家庭
政策体系的核心内容，政策体系趋于稳定［24，28－29］，并对近 20 年欧洲各国生育率回升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效果［30－31］。21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生育率变动出现分化，东欧国家从 2000 年的
1. 3以下回升到 2018年的 1. 5以上，捷克、罗马尼亚甚至升至 1. 7以上; 北欧的丹麦、爱尔
兰等稳定在 1. 7—1. 8，瑞典从 2000年的 1. 55上升到 2018年的 1. 78，但同是北欧的挪威和
芬兰却从 1. 7—1. 8的水平跌至 1. 5左右②。目前欧洲共有 48个国家，本研究选取 29个欧洲
主要国家③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构建欧洲社会情境和现行生育支持政策的评估分析框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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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际研究一般把总和生育率低于 2. 1称为低生育率 ( Low Fertility) ，低于 1. 5 称为很低生育率 ( Very Low Fertility) ，
低于 1. 3称为极低生育率 ( Lowest-low Fertility) 。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fertility data ［Ｒ］，2019．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2019》数据，本研究选取欧盟 27个成员国和挪威、瑞士两个非欧盟国家，这些国家覆盖
了东欧、西欧、北欧、南欧主要国家，对欧洲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率模式都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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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国际学术界近年来兴起的超越定量和定性研究的新方法———组态比较方法
(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s，CCMs) ，基于模糊集实证研究构建整体性的研究思路
来回答: 欧洲各国社会情境和生育支持政策如何组合并对 2000 年以来生育水平的变动产生

影响。组态比较方法可以弥补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等传统统计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因果复
杂性问题，从整体性的视角来评估不同社会情境下欧洲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厘

清欧洲国家生育支持政策效果背后的复杂机理，拓展对该问题的解释维度，从而为我国构建
生育支持配套政策体系、优化生育政策提供更为现实的借鉴经验。

二、理论框架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欧洲生育支持政策形成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有研究从各种角

度进行归纳［32］，主要涵盖了三方面内容: 一是育儿津贴，指对儿童家庭的父母提供经济

补贴，包括父母减免所得税，多孩家庭津贴，低收入、单亲家庭补贴，以及失业、单亲
父母就业激励等。二是生育假期，包括儿童家庭的带薪产假、父母带薪育儿假等。三是

儿童照料服务，包括 3 岁以前托育与 3—6岁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情况，以及 6 岁以下儿
童照料服务覆盖程度。这三类政策共同致力于平衡父母的工作与家庭，对各国生育率的

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从育儿津贴来看，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欧洲国家的育儿津贴相对稳
定。低教育水平或较贫穷的女性更有可能享受育儿津贴，这项政策促使此类家庭母亲更

早生育第二和第三个孩子［16］，而针对西欧的研究发现，经济补贴对终身生育率没有影

响［33］。从生育假期政策来看，过长产假容易造成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2000 年以

来，欧洲国家采取鼓励父亲休育儿假政策，有效地促进家庭再生育［34］，丹麦、德国、比

利时等国家父亲休假比例超过 30%①，而共享育儿假的夫妇更可能生第二个孩子［35］。有

研究通过对比匈牙利和波兰政策，发现匈牙利更丰厚的带薪育儿假促使女性生育第二个

孩子［36］，挪威带薪育儿假导致二孩生育率上升［37］，西欧产假和育儿假福利增加 10%可以

减少 3. 2%的无子女女性，但不会影响终身生育率［33］。从儿童照料服务来看，欧盟国家

提高 3 岁以下儿童照料覆盖率可以有效提升高等教育女性的生育孩子数［38］，降低儿童保

育费用等都会对生育率产生积极影响［39－40］。西欧国家的儿童保育补贴每增加 10%，终身

生育率将增加 0. 4%［33］。可见，一个国家不同的政策措施对生育水平的作用路径并非线

性，政策模式与社会福利制度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政策效果又受到本国经济发展、传

统文化等社会情境影响［24］。

欧洲各国社会情境影响个人微观生育决策主要是通过以下三条路径: 一是经济发展水

平。经典家庭经济学提出的数量质量替代理论发现，经济发展提高了家庭养育成本，家庭理
想孩子数量减少，促使生育率下降［41］。从个体层面而言，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提

高，带来其收入提高，当女性无法解决工作和家庭冲突时倾向减少生育数量［33］。而失业率

快速升高对 40岁以下年轻人的生育决策冲击最为激烈，这在 2008年经济危机时表现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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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 OECD． OECD Family Database ( Data on government spending on family benefits and childcare and education
enrollment; Tables PF1. 1 and PF3. 2) ，http: / /www．oecd．org /els / family /databas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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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42］。二是注重后代的文化氛围。19世纪个人主义兴起引起欧洲核心家庭崛起和对儿童
的重视［43］，个人主义不仅影响了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期待，也对父母本身决定是否生育有着
重大影响。与东亚文化期待孩子长大后反哺不同，欧洲父母主要考虑是否想拥有与孩子的亲
密情感来作出生育决策，而东南欧部分国家繁衍后代的文化传统更为浓郁［44］。三是性别平
等程度。20世纪女性主义的兴起在生育率降低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5］。受教育水平提高
带来的女性更高的生育机会成本，导致女性推迟生育年龄，减少生育数量［46］。家庭性别角
色固化的地区 ( 比如南欧和德国) 生育率极低，有研究指出，经济发展较好与性别平等文
化的条件组合有利于生育率的提高［45，47］。可见，欧洲各国不同的社会情境条件也不同程度
影响着生育率变化。

综上，近 20年来欧洲各国生育率的差异性变动与本国不同的生育支持政策和特定的社
会情境条件存在密切关系。评估生育支持政策实施效果时，必须考虑欧洲各国的不同社会情
境条件，如此才具有更好的解释作用。因此，本文的政策评估框架 ( 如图 1 所示) 将上述
的经济发展水平、注重后代文化和性别平等程度等三类社会情境条件和生育津贴、生育假期
和儿童照料服务等三种生育支持政策均纳入考虑，侧重分析三类生育支持政策与社会情境的
三类条件如何组合，并从整体上对生育率产生有效作用。

图 1 社会情境与生育支持政策组合影响生育水平的评估理论框架

三、方法与数据
1． 方法
组态比较方法整合了“定性” ( 案例导向) 和 “定量” ( 变量导向) 两种方法的长处，

关注案例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能够对复杂案例产生的既定结构条件的特定组合进行系
统化比较分析，以确保即使在掌握少数条件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对高水平的复杂性进行模型构
建［48］，从而发现蕴含在众多案例中复杂的因果关系［49］。根据评估框架，本研究通过验证欧
洲国家的社会情境与特定生育支持政策组合是否为该国生育率及其变化的充分和 /或必要条
件，来判定社会情境与生育支持政策的哪种组合会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由于结果变量为生育
率，属于连续变量，故采用组态比较方法中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 ，分析软件使用 fsQCA软件 ( 2. 5版) ①。

·71·

① ＲAGIN C，SEAN D． Fs /QCA［Computer Programme］，Version 3. 0． Irvine，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2017． Ｒetrieved
from http: / /www．compasss．org / software．htm#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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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定性分析需要将原始数值处理校正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即模糊变量所需数据类型
为 0至 1的连续值。本文将所有国家的结果和条件变量都通过代数方法校正为 0—1的数值。

具体方法为: 将该指标上的最高数值 Xmax 设定为 1，最低数值 Xmin 设定为 0，然后通过以下
公式将每个国家的数值校正为 0—1的值，代表着一国在该指标上在两个极端值中的相对位
置 ( Membership) :

Membershipi = ( Xi － Xmin ) / ( Xmax － Xmin ) ( 1)
2． 数据
由于 2000年以来欧洲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比较完善且变动不大，除了 2008年经济危机造

成的短期波动以外，各国社会发展总体比较稳定。因此，兼顾数据可比性和可获得性①，条
件变量 ( 生育支持政策和社会情境条件) 数据选择 2018 年或最近年份的数据。结果变量
( 生育水平) 数据使用世界生育数据库 2000—2018年的生育数据②。

结果变量选取生育率变化。考虑到 2000—2018年欧洲 29国生育率平均水平在 1. 4—1. 6

之间波动 ( 见图 2) ，其中，方差最大的是捷克 ( 0. 315) ，方差最小的是荷兰 ( 0. 0027) 。

本研究纳入 2000、2001、2002和 2016、2017 和 2018 年平均变动差异，并将该生育率变化
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公式为:

TFＲ’=

1
3
［( TFＲ2018 + TFＲ2017 + TFＲ2016 ) － ( TFＲ2000 + TFＲ2001 + TFＲ2002) ］

( TFＲ2000 + … + TFＲ2018 ) /19
( 2)

图 2 2000—2018年欧洲 29个国家总和生育率均值变化

变化值最大 ( Xmax ) 的国家为捷克 ( +0. 36) ，变化值最小 ( Xmin ) 的国家为塞浦路斯
( －0. 17) ，然后按照上述方法将生育率变化值校正为模糊集隶属分数。

条件变量为三类社会情境条件和三类生育支持政策，六个条件变量处理步骤如下所示。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世界银行公布的 2018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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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加入欧盟较晚的国家并没有上交 2000 年之前的官方统计数据; 部分国家 2013 年之后的数据尚未在数据库中
更新。
数据来源: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Fertility Data 2019． POP /
DB/Fert /Ｒev2019． Available from https: / /www. un. org /en /development /desa /population /publications /dataset / fertility /wfd2019．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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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单位为美元) 作为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指标①。最低值为保加利亚 ( 9271. 5 美元，中
国为 9770. 8美元) ，最高值为卢森堡 ( 116597. 3美元) 。

第二，重视后代文化。选取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 ( European Values Study) ② 家庭后代
的四个相关问题中做出“同意”或“非常同意”选择的人数的百分比，作为重视后代文化
的指标③。重视后代文化氛围最浓厚值 ( 百分比最高) 为罗马尼亚 ( 85%) ，最低值 ( 百分
比最低) 为荷兰 ( 32%) 。

第三，性别平等程度。选取世界经济论坛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0 年发布的全球
性别差距指标 ( Global Gender Gap Index 2020) 作为性别平等程度指标。该报告通过对各国
两性在政治赋权、收入、劳动参与率等方面的研究量化了 2018 年的性别差距④。最低值为
匈牙利 ( 0. 677) ，最高值为爱尔兰 ( 0. 877) ，( 中国为 0. 676，最接近的欧洲国家为马耳他
( 0. 693) 和塞浦路斯 ( 0. 692) ) 。

第四，生育津贴。将 2017年各国儿童家庭津贴的财政投入 ( Family benefit) ⑤ 所占本国
GDP⑥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生育津贴程度的指标。最高值为丹麦 ( 3. 55%) ，最低值为荷兰
( 0. 91%) 。

第五，生育假期。使用 2018 年 OECD 的各国生育假期体系数据⑦ ( Parental leave
systems) 的“全薪休假周数” ( Full-rate Equivalent in Weeks) 作为本项条件指标。通过加权
计算 ( 法定周数+非法定周数* 薪水百分比) 后得到父母亲相当于 “全薪产假和育儿假周
数”。并将父母双方的相加得到 “父母相当于全薪的休假周数”。最高值为罗马尼亚 ( 97. 1

周) ，最低值为爱尔兰 ( 7. 4周) 。

第六，儿童照料服务。以欧盟提出的巴塞罗那目标 ( Barcelona Objectives) 所提供的框
架⑧计算本条件的指标，分成三步: 第一步，计算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百分比，将 2018

年欧洲各国 0—3岁婴幼儿每周接受 1—29小时托幼服务的百分比与每周接受 30小时以上幼
托服务的百分比相加求和，得到 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百分比。第二步，计算 3—6岁儿童的
入园百分比。将 3—6岁儿童每周接受 1—29小时学前教育的百分比与每周接受 30 小时以上
学前教育的百分比相加求和。第三步，计算 0—6岁儿童的照料设施利用比例，即 3 岁以下
婴幼儿入托与 3—6岁儿童入园的百分比平均值。最高值为丹麦 ( 87. 25%) ，最低值为波兰
( 24. 15%) 。

·9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数据来源: http: / /databank．worldbank．org /data / reports．aspx? source= 2＆series=NY．GDP．PCAP．CD＆country
该研究由欧盟委员会资助，从 2009年至 2012年间在欧洲所有国家大规模随机抽样，用李克特量表 ( 从“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 ) 的方式测量价值观的若干维度。数据来源 http: / /www．atlasofeuropeanvalues．eu /new /home．php
四个题目为: ①孩子对一个成功的婚姻来说“非常”或者“相当”重要 ( Children are very or rather important for a
successful marriage) ; ②“同意”或者“非常同意”女人要有孩子才算完整这一说法 ( “agree”or“strongly agree”the
statement that a woman has to have children in order to be fulfilled) ; ③“同意”或者“非常同意”男人要有孩子才算完
整这一说法 ( “agree”or“strongly agree”the statement that a man has to have children in order to be fulfilled) ; ④“同意”
或者“非常同意”有工作是不错，但大多数女人真正想要的还是家庭和孩子这一说法 ( “agree”or“strongly agree”
the statement that a job is alright but what most women really want is a home and children) 。
数据来源: http: / / reports．weforum．org /global-gender-gap-report－2020 /
数据来源: https: / / appsso．eurostat．ec．europa．eu /nui / show．do? dataset = nama_10_gdp＆lang = en; http: / / appsso．eurostat．ec．
europa．eu /nui / submitViewTableAction．do; https: / / appsso．eurostat．ec．europa．eu /nui / submitViewTableAction．do
数据来源: http: / / appsso．eurostat．ec．europa．eu /nui / submitViewTableAction．do
数据来源: http: / /www．oecd．org /els / soc /PF2_1_Parental_leave_systems．pdf
巴塞罗那目标为: 欧盟成员国在 2010年时有 90%法定学龄儿童和 33%的 3岁以下婴幼儿接受托育和学前教育设施的
服务。截至 2010年，仍有部分国家未完成其目标。数据来源: http: / / ec．europa．eu /eurostat / tgm /refreshTableAction．do?
tab = table＆plugin = 1＆pcode= tps00185＆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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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六个条件变量及本研究的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和模糊集隶属分数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欧洲国家的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原始数据

国家

条件变量

社会情境 生育支持政策

性别平等
经济发展

( 美元)

文化氛围

( %)

育儿津贴

( %)

生育假期

( 周)

儿童照料

设施 ( %)

结果变量

TFＲ变化
标准化

TFＲ变化

奥地利 0. 74 51499. 90 51. 00 2. 70 56. 00 52. 20 0. 15 0. 10

比利时 0. 75 47472. 10 47. 00 2. 10 18. 10 76. 55 －0. 01 －0. 01

保加利亚 0. 73 9271. 50 81. 00 1. 80 71. 60 47. 00 0. 32 0. 22

克罗地亚 0. 72 14915. 40 65. 00 1. 80 44. 50 36. 45 0. 01 0. 01

塞浦路斯 0. 69 28689. 70 77. 00 1. 20 15. 00 58. 65 －0. 24 －0. 17

捷克 0. 71 23069. 40 73. 00 1. 60 47. 50 44. 20 0. 51 0. 36

丹麦 0. 78 61390. 70 56. 00 3. 40 27. 60 79. 15 0. 00 0. 00

爱沙尼亚 0. 75 23247. 10 75. 00 2. 10 86. 40 60. 90 0. 29 0. 18

芬兰 0. 83 50175. 30 38. 00 2. 90 46. 10 61. 20 －0. 23 －0. 13

法国 0. 78 41469. 90 65. 00 2. 40 23. 40 71. 90 0. 01 0. 00

德国 0. 79 47615. 70 53. 00 3. 30 48. 30 59. 65 0. 23 0. 16

希腊 0. 70 20316. 60 77. 00 1. 40 21. 70 67. 80 0. 09 0. 07

匈牙利 0. 68 16150. 80 79. 00 2. 20 69. 20 54. 20 0. 22 0. 16

爱尔兰 0. 88 78582. 90 46. 00 1. 20 7. 40 66. 40 －0. 15 －0. 08

意大利 0. 71 34488. 60 65. 00 1. 80 26. 00 58. 35 0. 05 0. 03

拉脱维亚 0. 79 17854. 80 80. 00 1. 60 52. 70 57. 35 0. 44 0. 30

立陶宛 0. 75 19071. 30 71. 00 1. 20 66. 00 50. 95 0. 36 0. 24

卢森堡 0. 73 116597. 30 53. 00 3. 30 45. 20 74. 20 －0. 29 －0. 18

马耳他 0. 69 30030. 00 63. 00 0. 90 15. 70 58. 15 －0. 25 －0. 18

荷兰 0. 74 53022. 20 32. 00 1. 20 16. 40 70. 75 －0. 11 －0. 06

挪威 0. 84 81734. 50 37. 00 3. 20 52. 40 72. 00 －0. 17 －0. 09

波兰 0. 74 15422. 50 66. 00 2. 60 43. 60 35. 15 0. 14 0. 10

葡萄牙 0. 74 23403. 20 59. 00 1. 20 32. 90 72. 05 －0. 11 －0. 08

罗马尼亚 0. 72 12306. 10 85. 00 1. 10 97. 10 45. 20 0. 43 0. 30

斯洛伐克 0. 72 19443. 60 58. 00 1. 80 53. 10 35. 05 0. 28 0. 21

斯洛文尼亚 0. 74 26041. 80 58. 00 1. 10 52. 30 69. 30 0. 38 0. 26

西班牙 0. 80 30323. 70 53. 00 1. 20 20. 30 72. 70 0. 06 0. 05

瑞典 0. 82 54651. 10 33. 00 2. 90 45. 40 72. 25 0. 22 0. 12

瑞士 0. 78 82828. 80 50. 00 1. 60 8. 20 47. 00 0. 11 0. 0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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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年 29个国家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的模糊集隶属分数

国家

条件变量

社会情境 生育支持政策

性别平等 经济发展 文化氛围 育儿津贴 生育假期
儿童照料

设施

结果变量

TFＲ变化

奥地利 0. 34 0. 39 0. 36 0. 72 0. 54 0. 39 0. 53

比利时 0. 37 0. 36 0. 28 0. 48 0. 12 0. 94 0. 33

保加利亚 0. 25 0. 00 0. 92 0. 36 0. 72 0. 27 0. 75

克罗地亚 0. 22 0. 05 0. 62 0. 36 0. 41 0. 03 0. 36

塞浦路斯 0. 07 0. 18 0. 85 0. 12 0. 08 0. 54 0. 03

捷克 0. 15 0. 13 0. 77 0. 28 0. 45 0. 21 1. 00

丹麦 0. 53 0. 49 0. 45 1. 00 0. 23 1. 00 0. 34

爱沙尼亚 0. 37 0. 13 0. 81 0. 48 0. 88 0. 59 0. 68

芬兰 0. 78 0. 38 0. 11 0. 80 0. 43 0. 59 0. 10

法国 0. 52 0. 30 0. 62 0. 60 0. 18 0. 84 0. 35

德国 0. 55 0. 36 0. 40 0. 96 0. 46 0. 56 0. 64

希腊 0. 12 0. 10 0. 85 0. 20 0. 16 0. 74 0. 47

匈牙利 0. 00 0. 06 0. 89 0. 52 0. 69 0. 43 0. 64

爱尔兰 1. 00 0. 65 0. 26 0. 12 0. 00 0. 71 0. 19

意大利 0. 15 0. 23 0. 62 0. 36 0. 21 0. 53 0. 40

拉脱维亚 0. 54 0. 08 0. 91 0. 28 0. 51 0. 51 0. 90

立陶宛 0. 34 0. 09 0. 74 0. 12 0. 65 0. 36 0. 79

卢森堡 0. 24 1. 00 0. 40 0. 96 0. 42 0. 89 0. 00

马耳他 0. 08 0. 19 0. 58 0. 00 0. 09 0. 52 0. 01

荷兰 0. 30 0. 41 0. 00 0. 12 0. 10 0. 81 0. 22

挪威 0. 83 0. 68 0. 09 0. 92 0. 50 0. 84 0. 16

波兰 0. 30 0. 06 0. 64 0. 68 0. 40 0. 00 0. 53

葡萄牙 0. 34 0. 13 0. 51 0. 12 0. 28 0. 84 0. 19

罗马尼亚 0. 24 0. 03 1. 00 0. 08 1. 00 0. 23 0. 89

斯洛伐克 0. 21 0. 09 0. 49 0. 36 0. 51 0. 00 0. 73

斯洛文尼亚 0. 33 0. 16 0. 49 0. 08 0. 50 0. 78 0. 82

西班牙 0. 59 0. 20 0. 40 0. 12 0. 14 0. 85 0. 43

瑞典 0. 72 0. 42 0. 02 0. 80 0. 42 0. 84 0. 56

瑞士 0. 51 0. 69 0. 34 0. 28 0. 01 0. 27 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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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果
1． 必要性检验: 生育率有所回升的地区位于欧洲经济水平较差地区
如表 3所示，2018年六类条件变量的必要性检验显示: “～经济发展水平”这一条件的

一致性值为 0. 97，远大于 0. 9①。这说明经济水平较低是欧洲国家生育率提高的必要条件，

换句话说，2000年以来生育率有所回升的国家位于欧洲经济水平较差区域，但需要注意的
是，并不是所有经济水平低的地区都有生育率提高。

表 3 六类条件的必要性检验: 一致性与路径覆盖率
条件 一致性 路径覆盖率 条件 一致性 路径覆盖率

生育支持政策
育儿津贴 0. 58 0. 64
～育儿津贴 0. 79 0. 64
生育假期 0. 69 0. 84
～生育假期 0. 68 0. 51
儿童照料设施 0. 62 0. 52
～儿童照料设施 0. 72 0. 75

社会情境
性别平等 0. 55 0. 68
～性别平等 0. 87 0. 65
经济发展水平 0. 36 0. 60
～经济发展水平 0. 97* 0. 63
重视后代文化 0. 83 0. 73
～重视后代文化 0. 57 0. 57

2． 充分条件: 五种组态方案对生育率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对不同条件形成组态方案来进行检验，判断社会情境和政策措施如何组合可以成为

生育水平提高的充分条件，核心目标是发现当有哪些条件组合出现时，生育率一定会提高。

通过模糊集定性方法的中间方法 ( intermediate solution) ，共发现了五种配置方案的一致性大
于临界值② ( 见表 4) 。根据 “性别平等”这一核心条件的存在与否，将这五种组态方案分
为性别平等 ( 组态方案 A和 B) 和性别不平等 ( 组态方案 C、D和 E) 两个类别进行分析。

表 4 影响生育率变化的组态方案

条件组合
组态方案

A B C D E
社会情境条件 性别平等 √√ √ × × ×

经济发达 √√ × × ×
重视后代 × × √ √ √√

生育支持政策条件 育儿津贴 × √ × √√
生育假期 × × √√ √√
儿童照料设施 × × √ √ × ×

案例 瑞士 法国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
加利亚、立陶宛、奥地利

波兰、匈牙利

注: 该表中√√代表该条件在严格方法检验下存在，是核心条件; √代表该条件仅在中间方法检验存在，为周边条
件; ×代表该条件不存在的情况。空白格表示该条件无影响。方法论相关说明: 每个条件上 0—1的值是相对位置，计算
时并不是认为某个国家在这个条件上有一个一刀切的“是”或“否”，而是某些程度上的“是”，所以有可能两个国家值
其实差异不大，但是结合其他条件之后就被归到不同的条件配置里了。

第一类，性别平等。组态方案 A特征是“富裕平等的个人主义社会”: 经济发达、文化
不强调后代的价值，政府没有慷慨的生育支持政策措施; 在这种条件下生育率仍有所提高。

欧洲各国中唯一满足这一组态条件 ( membership大于 0. 5) 的国家为瑞士。组态方案 B特征

·22·

①
②
当某个条件的一致性值大于 0. 90时，该条件可以被认为是必要条件，即当有结果变量时一定有该条件出现。
一致性指的是这些案例结果变量的趋势在多大程度上与因果条件所显示的相一致。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即在一致
性有断点的地方，选择 0. 8作为临界值来确定一个配置是不是高一致性，超过 0. 8即接受。然后，选择 fsQCA的中间
方法 ( intermediate solution) ，通过真值表计算方法来得到一个更加严格的结果，将似是而非的结果剔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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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 社会性别平等但较强调后代的价值，经济水平一般，有慷慨的
儿童津贴和较高的照料服务使用，但产育假时间不长，都可以保持生育率平稳，符合该组态
条件的是法国。

第二类，性别不平等。组态方案 C 特征是 “想要孩子、生养育假期长”社会: 文化中
强调后代重要性、生育政策中没有慷慨的育儿津贴但有提供相当长的生养育假期和儿童照料
设施，无所谓经济发展程度如何，生育率都有上升。符合此类特征的欧洲国家为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其社会情境比较相近，均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组态方案 D 特征是 “贫穷、假期
长且缺乏儿童照料服务”社会: 性别差异大且经济不发达，儿童照料服务设施使用率低但
生育假期很长，无论是否有强调后代价值的文化传统或者提供儿童津贴，此类国家生育率都
有不同程度上升。此类包含 6个中东欧国家，分别为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立陶
宛、奥地利。配置方案 E命名为 “高补贴的欠发达”社会: 这类国家经济水平一般，但非
常强调后代文化，有很慷慨的儿童津贴，没有提供较好的儿童照料设施，无论生养育假期长
度如何，具有该组态国家生育率还是出现上升，此组态方案包括波兰和匈牙利。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经济发展条件只是欧洲近年来生育率提高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需要与 20世纪 90年代的

历史背景相结合分析。在 29个欧洲国家中，自 2000年生育率有所提高的国家大部分为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的国家，多为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在 90 年代经历过
巨大的社会变迁，与之相伴的是生育率的迅速降低，而 2000 年之后社会平稳发展，前些年
所积攒的生育潜能得以释放。而本研究中经济水平发展相对较好的那些西北南欧资本主义国
家，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生育率快速降低之后，在 90年代生活富足，生育率已有平缓上升，

而进入 21世纪后，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与对个人实现的追求，生育年龄不断推后，再加
上 2008年金融衰退的影响，原先回升的生育率又开始平缓下降。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这一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的国家都有生育率的提高。

我国借鉴欧洲生育支持政策时要考虑与欧洲的可对比性、中国的特殊性。通过对充分条
件的检验，本研究发现了五种组态方案都可以促使生育率的提高。然而方案互相之间并不能
直接比较，我们并不能做出哪个配置方案最有效的结论。这五种组态方案条件水平的高低都
是在这 29个欧洲国家内部相对来说的，因此在试图移入中国情境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中国
与这些欧洲国家在某些条件上 ( 比如经济发展水平) 的相对位置和以及在某些条件上 ( 比
如重视后代文化) 本质上的不同。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例，2018年中国人均 GDP 比本研究 29

个国家中最低的保加利亚略高一点，但由于中国地区间差异很大，已有 9 个省份人均 GDP

超 1万美元，京津沪人均 GDP 超出 3 万美元，已和中等偏下的欧洲国家水平相当，而且由
于购买力更强，增长也十分迅速，应该按照中等发达社会来对待; 而西部贫困地区则远远落
后。因此在借鉴欧洲经验来制定生育支持政策时，要考虑到当地的实际社会条件，而不是盲
目照搬。另外，我国自古以来尊崇的儒家文化将对后代的重视 ( 尤其是对男性) 推到了相
当的高度，伴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传统价值观也正经历着变迁。这种变迁并不会是指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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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价值观的单一向度的变化，而是糅杂了多种价值的有中国特色价值观［50］。

讨论这五种组态方案需要结合中国地域的异质性。在性别平等的两个方案中，方案 A

是在富裕的社会或高福利社会中能够起作用的，而我国短期内还达不到瑞士的富足程度，因
此这两个方案对我国的参考作用暂时有限。符合组态方案 B 的是法国，法国 2000 年以来的
总和生育率均值在 1. 94，方差为 0. 0029，属于欧洲长期稳定在接近更替水平的国家。经济
水平在欧洲处于中等水平的法国，性别相对平等且仍有重视后代文化，这与我国广大中产阶
级迅速崛起的大城市有着相当的可比性，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该方案强调对儿童照
料的高使用率和针对低收入家庭的育儿补贴，但生育假期很少。也就是说，在此类社会情境
下，大力建设儿童照料设施和针对性的育儿补贴可以有效保持当前生育率。从法国情况来
看，育儿补贴可以刺激移民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生育水平，从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结合我
国情况看，发达地区女性就业率高，通过较高质量的儿童照料设施，可以解决中产阶级家
长，特别是职场母亲平衡工作和家庭，而法定生育假期越长可能会更大程度地削弱女性的职
场竞争力，加剧性别不平等，难以受到这些地区家庭的欢迎。

在性别不平等的三个方案中，方案 C 的社会情境是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地区，

无论这些地方经济发达与否，较慷慨的生养育假期和儿童设施提供都将促进生育水平提升，

该方案对我国广东、浙江等地方较具借鉴作用。方案 E 所具有的社会情境和我国西部地区
具有可比性，性别发展差距较大、经济水平欠发达且存在重视后代文化。如果能够提供较好
的育儿津贴，可以比较有效地提高生育率。使得生育率提高的组态方案都拥有较长的产育
假。方案 D的社会情境 ( 性别不平等、经济水平较差、无所谓重视后代价值的文化) 与我
国实际情况差异较大，没有太多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在借鉴欧洲经验时，我国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定出台要因地制宜，不可一刀
切，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以及区域差异性，评估政策的成本效果。对于性别平
等较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该借鉴法国模式，在儿童照料设施方面加大公共
投入，使得中产阶级父母能够平衡好工作和家庭; 对于性别平等较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且托育和学前设施有限的地区，应当学习东欧模式，给予家长较为宽裕的产假和育儿
假，使父母能够更有时间照顾孩子。而在性别差距较大、重视后代的经济发达地区，较慷慨
的生养育假期和提供儿童照料设施双管齐下将会对提升生育水平大有帮助。

( 致谢: 感谢郑丽洁博士、张翠玲研究员的帮助，以及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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